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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广州为研究对象，批判性地审视了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构建了一个整合批

判理论与共生视角的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旨在揭示二者共生的内在逻辑及其复杂性，并探寻其优化路径。

研究发现两者在广州历史中长期共生演进，但当前经济融合、社会互动、空间衔接与生态关联中存在开发与保护、

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矛盾。为解析其内在逻辑，研究构建了“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指出了多元权力博弈、空

间生产机制及话语竞争对共生形态的关键影响。基于此分析，研究提出构建深度融合、包容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战略目标，并从优化权力、重塑空间、引导话语三方面给出路径建议与保障措施。研究通过运用整合性分析

框架，丰富了文化共生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应用，为广州及其他海洋城市的文化发展与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参

考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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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海洋世纪”，海洋的战略意义已远超传统的资源库角色，成为牵动全球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交流的枢纽
地带[1-2]。作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元素，海洋文化的理论意义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更对现代海洋治理
体系的完善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具有实际指导作用。2012年我国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规划后，通
过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改革等行动，持续推动国际海洋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3-4]。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身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不仅是国家中心城市，更在全球海洋城市体系中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独特的区位与海洋历史传统更巩固了该市在国际海洋城市竞合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但在快速城
市化与海洋产业扩张背景下，广州海洋城市建设也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其一，海洋生态保护要求与资源开发诉
求之间形成持续张力；其二，传统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转化的价值博弈；其三，在制度性协同海洋产业升级
与城市整体规划方面仍具提升空间[5-7]。对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互动机制的系统解析，能够填补现有理论研
究的局部空白，更对解决当前发展困境找到新的钥匙。

海洋文化研究领域，国外学者起步较早, Braudel以“长时段”理论揭示海洋环境对文明的塑造力；Lefebvre与
Harvey等则聚焦城市空间生产与文化符号。国内学者亦在海洋经济、文化认同、区域规划等方面取得进展。[8-13]

回顾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的探讨往往将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分离开来[14-15]，较少采用整合性的共生视角来审
视二者的互动关系，理论层面的协同不足。基于对该局限性的认识，本研究尝试另辟蹊径，从批判理论视角出发
结合共生理论进行洞察，提出“权力 - 空间 - 话语”分析框架。笔者计划运用这一框架，对广州的具体实践进行
深入解读，揭示其共生逻辑、权力运作和社会建构机制，从而在研究视角、理论及方法论上提供新的思考。1

二 、理论框架：超越二元对立的共生逻辑

2.1 批判理论视角下的文化观

传统研究常视文化为一种静态同质的独立实体，看重其传承与稳定，容易忽视动态演变的过程并遮蔽其内在
异质性 [16]。本文理论建构中关注两个关键点。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Theodor W. Adorno 和 Max
Horkheimer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现代文化工业借由标准化生产，隐性地控制大众意识，使文化产品变成维
护现存秩序的工具[17]，这揭示不同文化形态往往映射出不同的权力关系、利益诉求及意识形态色彩，故审视权力
具体运作不可忽视。其二，吸纳文化研究学派关于文化建构性的观点。Stuart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文化意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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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固定，它在生产、传播与消费中被持续建构和协商[18]，这一视角为分析不同群体如何差异化解读海洋文化符号
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2.2 共生理论的引入与拓展

共生（Symbiosis）概念源于生物学，指不同生物体间的长期密切互动，已广泛应用于社会文化领域，以阐释
现象间的相依与互动[19-20]。本研究将此概念拓展，定义“文化共生体”为两种以上文化要素在特定时空下相互依存、
作用、建构形成的有机整体。广州的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在碰撞与滋养中塑造出独特的城市气质与文化景观，使
其呈现为动态的文化共生体。文化共生强调不同文化间的互动、调适与共同演进，视冲突与张力为催生新文化意
义的契机，从而为理解多元文化社会的复杂平衡提供独特视角。

2.3 权力、空间与话语：整合性分析框架

以系统地剖析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共生的内在逻辑及其社会建构过程为导向，研究由前述批判理论与共
生理论进一步拓展，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权力-空间-话语”三维分析框架。

借鉴批判理论对权力弥散性与生产性的解读，权力在此超越传统政府制度性权力，涵盖资本的市场权力、社
会组织的文化实践权力乃至市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权力，构成理解文化共生形态、驱动力、利益格局及潜在社会不
公的关键切入点。这种多维权力并非抽象存在，而是深刻嵌入并生产着空间；遵循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空
间被视为社会力量塑造的、承载权力运作与资本积累的建构场域，而非中立的物理容器。广州独特的海洋与城市
共生空间结构，其生产逻辑、形态与实践，正是权力关系如何塑造物质环境并进而影响资源分配和社会交往模式
的核心体现。在此基础上，话语依循 Foucault的观点被视为权力的实践[21]：它通过定义现实、建构知识、规范行
为，为特定的权力关系和空间秩序赋予“自然性”或“必要性”。围绕广州海洋与城市文化的官方、媒体、学术、商
业及民间等多元话语，共同构成复杂的“话语场域”，持续塑造并影响着公众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图式。

借助该三维度整合分析，有望更深入地辨识广州文化共生的内在矛盾与创新可能，为建设兼顾文化传承与创
新发展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治理参考，并推动理论认知向实践指导转化。

图 1 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耦合图

三、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共生关系：历史与现实

3.1 历史维度：海洋文化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共生演进

秦汉时期，广州（番禺）凭借南海之滨的地理优势成为重要港口与南方重镇[22]，至汉代已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始发港。隋唐宋三代，海洋贸易持续繁荣，隋设南海神庙，唐立市舶司，形成“蕃坊”[23]，见证了跨文化交流与

区隔管理并存的格局，阿拉伯、波斯文化亦随之融入。宋代造船技术进步（如“南海一号”）与海洋贸易制度完善，

标志其海洋文化的成熟。明清延续海贸，乾隆朝“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十三行

在此背景下兴盛[24]，琶洲塔、莲花塔等兼具航标与文化象征功能。此阶段，海洋文化赋予城市开放务实的经济形

态与文化特质。权力结构表现为中央集权主导，地方执行管理；空间格局以港口为核心延展，海洋相关建筑成为

地标，“蕃坊”则体现了交融与区隔；话语层面，官方叙事（“天子南库”）与民间传说共同构建了认知体系（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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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州市部分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地标分布示意图（作者基于历史文献与现状调研绘制）

图 3 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共生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权力-空间-话语维度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广州经济、主权与文化遭受剧烈冲击。沙面租界[25]的建立是殖民权力与文化

差异的空间烙印。外部冲击亦激发内部变革，孙中山在此领导革命，海洋文化中的开放进取精神与救亡图存主题
结合，催生了独特的革命文化。此期权力格局复杂，西方势力、清政府、地方与买办、革命力量激烈博弈；城市
空间因西式建筑与市政引入而呈现新旧冲突、中西杂糅的景观，粤海关大楼等成为时代标记，映射权力重构与文
化博弈。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依托沿海开放优势，经济由外向型逐步升级为现代海洋经济，促进
了城市文化的开放、多元与包容[26]。2021年，广州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南沙新区开发成为关键，
承载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等多重功能，旨在拓展海洋发展空间，培育新兴海洋产业，并服务于国家“海洋强国”战
略。

3.2 现实维度：共生关系的多元呈现与内在张力

纵览广州的发展格局，港口物流、海洋交通、滨海旅游及海洋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对广州经济贡
献显著，广州港已成为国际主枢纽港（至 2025年与世界百余国家 400多港口通航），南沙自贸区亦注入发展动
力。然传统临港工业转型、新兴产业可持续性及港城用地矛盾等挑战犹存。在社会层面，广州作为移民城市，大
量海洋相关从业者带来了文化多样性，亦伴随社会融入挑战。以疍民为代表的传统海洋社群，其文化传承在城市
化进程中面临空间挤压与生活方式转变的严峻考验，文化基因保护成为重要议题。从黄埔旧港到南沙滨海公园，
海洋元素与城市结构交织。南沙新区拓展了发展空间，游艇、邮轮等提供了融合新平台。但部分沿海开发过度强
调经济功能，忽视公共与文化价值，引发对滨海空间私有化和过度商业化的忧虑。城市生态与珠江口、南海近岸
海洋生态系统休戚相关。陆源污染、港口航运及围填海工程持续威胁近岸海域生态。虽有“湾长制”等治理措施，
但区域协调难、陆源污染控制复杂及发展与保护目标冲突等深层障碍仍待克服。

四、共生逻辑下的权力、空间与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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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权力关系的博弈与共生关系的塑造

政府作为核心规划者，通过“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下的政策制定、资源调配及议程设置[27]，强力主导共生
关系走向，彰显其将海洋发展置于城市战略核心的决心。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主导逻辑面临挑战：宏观政策与
市场动态、社会需求的潜在错位可能引发资源配置与效率问题；政府内部不同部门间的职能分割与利益权衡亦可
能削弱政策合力，限制其他主体参与空间。

商界作为活跃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并促进海洋活动与文化融合。以广州港集团为例，其庞大的外贸航线网
络不仅巩固了广州的国际物流枢纽地位，赋予港区与腹地显著议价能力，更通过对港口、地产、旅游项目的投资
开发与运营创新，推动了航运业发展及邮轮、滨海休闲等特色海洋文化的传播。然而，市场固有的逐利性亦构成
潜在风险，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与社会监督时，可能导致粗放发展及对项目社会经济效益的选择性开发[29]。

市民作为文化共生的创造者、消费者与传承者，其对海洋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直接影响共生关系的质量。尽
管广州市民因地理因素对海洋怀有天然亲近感，海洋文化已渗透日常生活，但城市化与现代生活方式正冲击传统
海洋习俗与价值观。同时，市民在城市发展与海洋治理决策中的话语权与实际影响力不足，参与渠道受限，其权
利保障、文化自觉与参与热情的激发，是海洋文化名城建设的关键议题。此外，行业协会、研究机构、非政府组
织（NGO）等社会组织在监督与建言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但在促进文化传承、推动政企履责方面的自主性、资
源与影响力仍有待提升。

综上，广州当前的海洋-城市文化共生图景，是在特定制度框架下，政府、企业、市民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力
量基于各自利益、观念与资源，在持续互动、角力与妥协中共同形塑的。这种多元行动策略与权力博弈造就了复
杂且充满张力的共生格局。欲达致更健康的共生未来，关键在于对现有权力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与结构性重构，迈
向更平等透明、鼓励协商对话的治理模式。

4.2 空间生产的逻辑与共生关系的空间表达

空间并非仅为物质容器，依循列斐伏尔（Lefebvre）理论，空间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亦是权力与意识
形态运作的关键场域。广州海洋与城市空间的独特结构与形态，既是共生关系及其矛盾的物质载体，也反作用于
二者互动、社会分层及文化认同。

古代广州，城市围绕港口兴建，国家主导的海洋贸易繁荣推动了城市扩张与功能分化（如商馆区、蕃坊），
此空间生产逻辑凸显了海洋贸易的主导地位及中央王朝通过控制关键节点与渠道以规制贸易及财富的意图。而当
代广州，尤其是南沙新区的规划建设，代表了国家战略与全球资本共同驱动的空间生产逻辑。南沙的多重定位及
其对“现代”“高效”“生态”“海洋”元素的强调，指向快速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滨海新城。此逻辑反映了广州在全
球化与海洋强国战略下拓展海洋发展空间、培育高附加值海洋新兴产业的意图，并彰显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在空间
生产中的主导作用及资本的深度介入。这种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空间重构，在提升区域竞争力与城市形象方面取得
成效，可视作一种空间治理创新。然而，南沙模式内含系统性挑战：大规模围填海对河口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
压力；过度强调功能分区与高端产业，可能牺牲滨海空间的公共性与人文底蕴，潜藏功能单一化与“千城一面”风
险；高速建设模式亦可能冲击本土文化传承与社区认同。因此，未来空间实践需超越对速度与规模的单一追求，
转向将生态韧性、文化赓续与社会公平置于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促进海洋与城市空间的和谐共生。

4.3 话语建构的力量与共生关系的意义生产

福柯（Foucault）的理论揭示，话语不仅是表征工具，更是权力实践[30]，通过定义现实、塑造认知、规训行
为，进而影响权力结构与空间秩序。围绕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形成的各类话语构成竞争性“场域”，共同型塑
公众认知情感及共生关系的意义与价值。

官方话语通过规划蓝图、政策发布、政府报告及主流媒体宣传（如强调“海洋强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
略，《广州市建设海洋创新发展之都规划》中“文化亲海”定位），主导着方向塑造与公众认知。其核心策略在于
将筛选并特定阐释的海洋文化元素与积极城市形象捆绑，服务于提升城市能级、吸引发展要素、强化全球海洋城
市网络地位。但此类宏大叙事倾向于统一和正面化，可能简化历史复杂性或回避现实矛盾（如环境污染、文化冲
突）。其效力深层取决于能否回应市民日常生活体验与文化认同。

主流媒体（如《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通常与官方话语保持一致，系统性呈现广州海洋历史成就、经济
活力与文化特色，聚焦南沙港建设、海洋科技等积极主题，强化“海洋经济引领者”形象。然而，商业媒体与网络
自媒体可提供更多元甚至冲突的观点（如滨海旅游消费、环境问题、开发项目社会影响）。所有媒体实体均受议
程设置、商业利益或信源依赖等因素制约，可能导致报道偏差或简化。提升公众媒介素养与推动媒体生态多元化
是关键。

学术界运用多学科方法（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对广州海洋与城市文化进行考察，如通过历史考古学
重构“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叙事[31-36]，并关注海洋保护、渔业社区变迁、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实挑战。知识从研究向
公众传播存在障碍：转化渠道不足、项目资助的潜在影响、跨学科对话不足。未来需深化跨学科合作，拓展社会
议题关怀，并探索有效知识转化与公共传播途径，以提升民众海洋文化素养与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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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通过口述故事、地方习俗、在线讨论与社交媒体分享等渠道，表达对海洋与城市的个人看法、生活经验
与城市记忆。此类话语常呈现分散、多元、具体特征，真实反映市民生活经历、情感联系与文化认同，是对官方
和媒体话语的重要补充，甚至形成修正或挑战。关注与理解基层声音对制定贴近民生、更具包容性的文化政策至
关重要。

综上，广州海洋与城市文化共生关系的复杂现状，是多元话语持续互动、竞争、协商乃至相互建构的动态产
物。不同主体基于各自立场、认知与利益诉求所发出的声音，共同交织成丰富且具张力的话语生态系统。在全球
化、信息化背景下，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目标，应着力培育更加多元、开放、包容的话语环境，鼓励理
性对话与相互理解，使沟通成为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共同塑造城市未来的有效途径。

五、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共生的战略选择

5.1 战略目标：构建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包容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依据《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广州致力于构建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及海洋科技创新核心区。此定位要求广州兼具国际水准的经济、科技、基建等“硬实力”与引领性的海洋
文化、治理、合作等“软实力”。功能层面，广州应成为多重中心：全球海洋经济枢纽（贸易、航运、金融）、全
球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海洋文化交流中心[37]，并探索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示范中心，贡献“广州方案”。

战略目标应超越规模速度，侧重质量与内涵，故提出“构建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包容韧性的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此定位植根历史现实，面向未来。“深度融合”指价值观念、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层面的有机结合、互促共进；“包容韧性”则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社会公平，并提升
城市适应与恢复能力。其核心特质在于：将重塑的海洋文化精神（开放、包容、创新、进取）融入城市精神；实
现海陆经济深度整合与绿色转型，培育可持续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优化城海空间功能与生态联系，保护活化海
洋文化遗存，建设高品质共享公共空间；将海洋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市民海洋意识、环境素养与文化参
与，营造亲海爱海护海社会风尚。

5.2 战略路径：优化权力关系、重塑空间生产、引导话语建构

（1）优化权力关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海洋治理新格局：针对权力主体失衡与治理模式局限，需从单一
中心、自上而下转向权责利明晰、注重协商对话的共治共享格局。政府核心作用在于把握战略方向与设定规则底
线（如生态红线），营造公平透明制度环境，从“全能管制”向“服务监管”转变，促进市场与社会力量协同。建立
高效跨部门、跨区域协调机制。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强化其环境与社会责任监管，追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统
一。实质性提升市民在涉海事务中的有效参与和话语权，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增强文化认同与主人翁精神。积
极扶持专业性社会组织，形成政、企、民、社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治理局面。

图 4 广州海洋文化政策路径示意图

（2）重塑空间生产，营造生态人文、城海交融的可持续空间：为回应空间生产中生态破坏、功能单一、文
化割裂等弊端，秉持生态优先、以人为本、尊重历史、和谐包容理念，推动城海空间有机融合与永续发展。坚持
陆海统筹，将海岸带及近海纳入城乡统一规划，严守生态红线，优化空间布局，促进港、产、居、生态功能协调
与陆海联动。严控滨海开发强度与围填海，优先保护修复自然岸线及生态系统，打造高品质公共性滨海开放空间。
空间设计融入地方海洋文化，保护活化海洋文化遗产，塑造富场所精神与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结合“灰”“绿”基
础设施，提升海岸带生态韧性与防灾力。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智慧海洋建设，强化环境监测、资源管理与风险预警，
提升空间管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3）引导话语建构，促进多元认知与国际文化交流：面对民间声音易被边缘化、国际传播力待提升现状，
广州需采取更开放、包容的话语策略，深化海洋文化认知，增进社会共识，扩大国际影响力。应夯实海洋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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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鼓励跨学科、面向实践研究并促进成果转化，打造国际学术品牌。推动媒体报道客观、深入、多元，鼓
励对敏感议题理性讨论。创新传播策略，平衡官方叙事与民间故事，提升城市海洋文化吸引力。积极参与和组织
高水平国际海洋文化交流，在合作互鉴中提升全球话语地位。借助各级公共机构普及海洋文化教育，培育公民素
养。培养具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及批判思维的专业人才队伍。

5.3 战略保障：制度创新、政策支持、社会参与

（1）制度层面：深化改革创新，破除体制壁垒：核心目标是健全促进良性共生的长效机制。探索权责对等、
运转顺畅的陆海统筹规划管理及生态补偿模式，突破陆海与部门分割。修订并严施海洋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法规，
压实主体责任，畅通公众监督，提升保护利用实效。构建鼓励海洋文化特色创新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为企业创
新松绑助力，开拓常态化、能影响决策的公众参与新路径。

（2）政策层面：精准有效赋能，确保措施落地：制定推行目标明确、成效显著的政策举措。设海洋文化发
展专项基金，明确投向与绩效评估，重点扶持基础研究、多元传播、社区实践、可持续产业等。优化面向海洋文
化企业及社会组织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融资支持组合拳。健全覆盖研究、创作、保护、传播等环节的人才引
进、培养、激励全链条机制，给予政策倾斜[38]。

（3）社会层面：广泛动员参与，构筑共建共享格局：核心是塑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海洋文明建设良
好生态。具体行动：创新文化传播触达方式（如海洋科普课堂、生态体验营），使海洋意识培育融入日常生活，
提升公众保护自觉；壮大海洋文化传承力量，鼓励组建多元背景志愿团体，开展遗址守护、生态修复等活动，促
进“市民-高校-科研机构”联动；建设跨界融合有效载体，利用南沙邮轮母港等地标举办创意活动，设专业论坛深
化产学研合作，通过数字博物馆等促资源共享，编织多方联动文化创新网络。

六、结论

本研究以广州为样本，运用整合批判理论与共生视角的“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其城市发展
史中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交织、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节点至近现代转型，海洋元素
深刻影响了广州的城市空间、经济模式与社会构成，孕育了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特质，此构成其
独特文化基因与发展动力。当前，二者共生关系呈现高度复杂且充满内在张力的图景，既是魅力与优势之源，亦
构成其应对发展与保护、效率与公平、可持续性等多重困境的严峻考验。

面对此现实挑战，广州未来战略应锚定于构建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展现高度包容性与发展韧性的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迈向此愿景，需实施系统性变革，协同作用于权力运作、空间实践和话语环境：权力层面，
核心是推动治理模式向平等透明、协商对话的共建共治共享结构转型，以制度创新保障多元主体有效参与，激发
市场与社会活力及责任担当；空间层面，须以生态优先、人文关怀为根本原则，推行陆海统筹规划，精心保护并
活化海洋文化遗产及场所，营造高品质生态人文共享滨海空间，并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的精明化与可持续性；
话语层面，应着力培育开放多元、鼓励理性对话的公共领域，支持批判性、跨学科研究与创新性文化传播，拓展
国际文化交流，培养具反思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这些战略路径的有效推进，最终离不开强有力的制度
创新、精准的政策扶持以及广泛深入的社会参与，三者协同方能确保变革行稳致远。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尝试引入此整合性“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为理解城市场域中文化共生现象背
后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提供了有别于传统二元论或单一融合论的新解释视角。展望未来，广州若要实现全球城
市网络中的战略抱负，应持续深化全社会海洋意识教育，积极拓展多层次国际海洋合作，以负责任态度拥抱并引
领海洋科技进步，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置于优先战略地位，并始终以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的文化姿态传承其海洋
文化底蕴，努力建设成为具独特魅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海洋命
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谱写新的辉煌篇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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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cean to city: the symbiotic logic and strategic pathways of maritime and
urban cultures in Guangzhou

GUO Yanru1
1 School of Shipping and Maritime Studies, Guangzhou Maritime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Guangzhou-focused study critiques marine/urban culture dualism, proposing a 'Power-Space-Discourse'
framework. Integrating critical theory and symbiosis, it reveals their symbiotic logic and complexity, seeking
optimization. Findings show historical symbiosis but current multifaceted contradictions in Guangzhou's socio-economic,
spatial, and ecological spheres. Analysis highlights how power dynamics, spatial production, and discourse shape this
symbiosi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optimizing power, reshaping space, guiding discourse—towards an integrated,
inclusive, resilient global maritime city. It advances cultural symbiosis theory in urban studies, offering insights for
Guangzhou and other maritime cities.

Keywords: maritime culture; urban culture; symbiotic logic; power-space-discourse; global maritime center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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